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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黎锦被誉为中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是黎族“甲骨文”、黎族“穿在身上的书”、黎

族“文化地图”、黎族“史记”，也被誉为黎族女性的“文化史诗”。

黎锦之所以获得如此高的声誉，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历史上，黎族曾有过一历经千

年的习俗，即“人在织绣在，人亡织绣毁”淤，绝不传世。《晋书·王徽之传》有“人琴俱亡”一说，

织锦就是黎族女性的“琴瑟”。由于黎锦的文化地位和它的这一“生命”维度，使得黎锦具有了

通透的“灵韵”，在我国少数民族的十几种织锦中显得尤为耀眼。二是它承载了为数众多的功

能。有道是“没有功能的东西便不再存在”于，黎锦之所以有如此的魅力，其实跟它自身具有的

强大功用分不开。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黎锦与黎族传统社会的自然环境、生存范式、社

会肌理、人际秩序、价值理念及民间信仰等密切相关，从生理学的角度看，黎族织锦具有隔离

蚊虫、调节温度的功用；从精神层面看，黎锦具有生命意义、终极皈依，人伦仪轨、族别标志，

情感表达、自我确证等功用。

文化是一张“意义之网”盂，是特定时空背景下一套完善的符号系统。黎锦之所以被称为

黎族的“文化核心载体”，被称为海南文化的首要象征，就是因为它是世代黎民家中铺就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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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黎族女性一生中织造出的数以百计的筒裙、被单等，一旦老死，亲友都须将这些作品全部毁掉、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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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舒适”的“网床”，散发出“家”的温度与温馨，使黎民摆脱了对自然的恐惧、建构了人际间

的安全感、摆脱了生命无处不在的孤独感、参与了个体存在的“自我确证”，为黎民筑就了一

座人生“苦海”中彼岸幸福的灯塔。

“终极”救赎

作为一种文化载体，黎锦图案首要功用就是记录和传承黎族之所以为“人”时，必须面对

的“终极焦虑”，或者说“终极关怀”，即关于“人”的三个问题：来自哪里？到哪里去？我是谁？这

三个问题是任何一种文化和哲学成立的前提，也是它们必须回答的三个核心问题。黎族学者

王国全认为黎人“在意志观念上有‘三怕’：天上怕‘雷公’，人间怕‘禁公’，地下怕‘祖公’”淤。

这句话表现了黎人先哲对三个“终极”问题的回答，体现了黎人通过黎锦与“终极”之间的和

解。“雷公”“禁公”“祖公”分别代表了黎族的三种崇拜———图腾崇拜、禁忌崇拜和祖先崇拜。

这三大崇拜是黎族通过想象与不可捉摸的自然以及神秘未知世界所带来的“生老病死”恐惧

感与无力感之间的和解，是与“何来”“何往”“为谁”三大困惑之间的和解。

三大崇拜对象是黎锦“以人物为中心”的基本构图范式的核心。由三大崇拜对象构成的

黎锦主体图案表明，黎锦在黎族生活巫术化的长河中，起到的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的身份，

同时也是“崇拜仪式”的“参与者”。黎族女性把心目中的崇拜物织绣在服饰上，一方面是想让

族人永远保持“感恩之心”，另一方面是相信通过“黎锦”的样式可以获得所织所绣崇拜物的

“神力”。这构成了黎族社会习俗与信仰崇拜深度混融的特质。

1. 图腾崇拜。作为海南岛最主要的少数民族，黎族主要支系属于岛外移民。自商周以来，

一波波黎族祖先从海南岛的四面八方搏击风浪漂洋而来，黎族先人们在台风、山洪、地震、海

啸、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和滔天洪水等自然灾害频仍的自然环境中采摘渔猎、刀耕火种、繁衍

生息着。对于人类也许是永远不能理解、摆脱的恐惧事情，他们以“敬畏心”待之，尽力去做出

解释，由此他们编就了一套似乎完美的“诠释”之网，他们在祈求中崇祀，在崇祀中缓解着来

自生活方方面面的畏惧心理并得到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由此而诞生了各色黎族创世神话，

如《人类的起源》《黎母山的传说》等。这些故事通过黎锦被记录下来，并以图案范式的形式被

黎族女性世世代代神圣地传承下去。

海南黎族，可以分为五大支系，每个支系又可分为更小的支系。各支系的形成可能跟黎

族复杂的族源有关。由于“系源”的复杂、空间的间隔、交通的不畅，以及信仰资源天生的保守

性等，在几千年的演化中，黎族各支系，甚至支系中的支系，分别形成了不同的“图腾”崇拜。

淤 王国全：《黎族风情》，内部资料，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编印，1985年，第 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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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着黎族受其他文化的影响，比如汉文化、苗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等，图腾不断被微

调、弱化或添加。黎锦图案是黎族各支系图腾的展示，也是一部黎族图腾的演化史。

2. 巫术崇拜与社会禁忌。为了与自然和解而产生的自然崇拜，一是表现在图腾崇拜上，另一

表现是“万物有灵”的观念。由“万物有灵”的观念产生了各种巫术崇拜和动辄得咎的社会禁忌。

在黎族哈、杞、润、赛、美孚五大支系的黎锦纹样中，最普遍的是人形纹。在海南日渐“现

代性”的今天，人形纹已经成为黎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族徽。人形纹图案可以做多种诠释，其

中之一是认为此中的“人”不是人，是鬼影。在黎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中，还没有从虚幻的实体

中分离出“神”的概念，凡能作祟使人生病的精灵均称为“鬼”，除祖先鬼外，还有天鬼（雷公

鬼）、山鬼、水鬼、火鬼、地鬼、风鬼、灶鬼和天狗鬼等。在黎族传统观念中有善鬼和恶鬼之分，

出现在织锦上的都是善鬼，是能够保佑人们生活安宁的灵魂再现。黎锦上的这些“人形纹”与

禁忌、巫术有关。据说，那些织有“人形纹”的筒裙、帽服之类不能随便放在家门口晾晒，就是

为了避免被人施巫而致病。因为大量鬼纹图案和禁忌的存在，黎锦直接参与着黎族的巫术活

动。如果说图腾图案是黎族与自然和解的远古记忆，那么人鬼纹就是黎人与不可捉摸的自然

之间和解的进一步完备。

3. 祖先崇拜。黎族女性有一丧葬习俗，已逝黎族女性装殓时必须身穿织绣有精美蛙纹图

案的黎锦。一般老人在去世前就已准备好几套衣服，供去世后穿用。与年轻女性所穿黎锦不

同，这些黎锦颜色较深，且上面必须织绣有传统蛙纹纹样，她们认为穿上如此纹样的黎锦死

后祖先们才会认出自己和接纳自己。

蛙纹及变形蛙纹占据黎锦纹样的主体，大约占黎锦纹样总数的 20%，是黎族纹样的主导

纹样和灵魂。淤“人形纹”被解释为“鬼影”，其中就包括“祖先鬼”，而且“祖先鬼”是其中首要的

“善鬼”。“人形纹”与“人形”有关，更与生殖崇拜于有关。孙海兰、焦勇勤认为：“蛙纹纹样是黎

族早期社会蛙崇拜习俗的图腾表现形式，它一方面体现出青蛙强大的生殖力，另一方面也具

有非常明显的仪式化特征，是一种典型的生殖崇拜。”盂祁庆富在《黎族织锦青蛙纹纹样的人

类学阐释》一文中指出：“黎锦纹样中的绝大多数‘人纹’实际是‘蛙人纹’，青蛙纹、蛙人纹几

何纹样的演变形成黎锦纹样的‘菱形化’基调。”榆无论把“人形纹”解读为祖先鬼还是解读为

淤 祁庆富、马晓京：《黎族织锦蛙纹纹样的人类学阐释》，《民族艺术》2005年第 1期。

于 生殖崇拜，指的是在原始社会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生命极其宝贵的情况下，早期人类对与生命延续直

接相关的生殖器官、生殖活动、生殖结果等事物或现象产生的一种广泛的神秘感，并继而通过一些仪式化的

活动对与此相关的事物或现象表达敬畏和尊崇的思想情感。

盂 孙海兰、焦勇勤：《黎锦蛙纹的生殖崇拜研究》，《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2期。

榆 祁庆富、马晓京：《黎族织锦青蛙纹纹样的人类学阐释》，《民族艺术》2005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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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蛙纹样的变形，其实质都属于生殖崇拜。淤在黎族各个支系生活的各个方面,“人形纹”不仅

仅囿于黎锦，而是贯穿于黎族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如纹身于、铜锣、陶器等。

“人形纹”的出现具有很深的信仰意识，象征着黎人与祖先神之间的和解。一是表现了黎

人对祖先的怀念之情，颂扬祖先之功德。“人形纹”图案一定程度上说，是一种感恩之心的表

达和“善”根的养成仪式。二是希望通过此图案与“祖先”保持心理上的认同，期望得到“祖先”

的护佑。在黎人的心目中祖先鬼一直扮演着呵护全村或本家族兴旺的重要角色。三是与低出

生率与高死亡率的和解。人类早期社会，低出生率与高死亡率导致的同一族群内部对“数量”

的追求，是生殖崇拜出现的主要动力。生殖崇拜包括三类，即“生殖器崇拜”“生殖过程崇拜”

和“生殖结果崇拜”。黎锦中经常出现的“抱对纹”即是一种“生殖过程崇拜”。在黎族女性上衣

后背常绣有“丰收图”。“丰收图”属于“生殖器崇拜”。“丰收图”构图有许多种，其中一种是以

根深叶茂来象征丰收。图案中部为树根部，为“祖纹”，此图案出现于父系氏族社会之后，被称

作“根”。根长树，树开花，以示根深叶茂。“祖纹”两旁为胎盘纹样，寓意是女性生产、生育、新

生命的诞生。

黎锦图案的构图，一般由母体图案和子体图案组成。母体图案通常占据中心位置，子体

图案起陪衬作用，主次分明，结构谨密；母体图案以人形纹为主，子体图案多为动植物纹样。

也就是说，黎锦图案在构图方面具有重人轻物的特点，这是祖先崇拜的表现。

“身份”救赎

在黎族的演进史上，黎锦与文身都具有区别支系的功用。

关于文身的功用学界有多种说法，如“避龙、蛇、鱼、虫之害”说盂、“恐祖先不识”说榆、“免

外人掳掠和拐卖毁容砺俗”说虞、“以别贵贱之身”说愚等。与此论说略有不同的还有文身五种

意义说，即社会组织之意义、婚姻之意义、图腾之意义、避邪护身符之意义、装饰之意义等。无

论文身功用和意义究竟为何，我们都得肯定文身是一种“标识”。

如果说文身是一种肉体上的“标识”符号，那么可以说黎锦是文身“标识”功用在空间上

淤 在黎族的创世神话中相传有“一妇人因吞吃神果而生下一青蛙”的故事，青蛙长大后很有本事，并与

一姑娘成亲，他们的后代就是黎族的先民。

于 黎族织锦的蛙纹与黎族文身图式的蛙纹样式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姊妹，有异曲同工之妙。许多黎族女

性的筒裙上也都织着青蛙的图案；甚至文身时在脸、手背、手臂、胸前和腿上均刺有青蛙花纹。

盂 司马迁：《史记·赵世家》，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2002年，第 487-488页。

榆 屈大均：《广东新语》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 240页。

虞 周去非撰，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 116页。

愚 乐史：《太平寰宇记》第 7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 3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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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伸与进一步强化。黎族女性去世后入殓前必须换上本支系的服装,否则祖宗不认其为子

孙,如此的后果，是将成为孤魂野鬼；同时,在举行祭祖、招魂等有关祖先崇拜活动时,黎人必

须挂龙被、头巾、筒裙、上衣等,才能参加仪式，黎锦具有建构黎人族群“身分”的功能。

黎族女性对黎锦图案的传承基本靠记忆，所以图案具有稳定性，很少有新图案出现。正

因为黎锦图案的稳定性、保守性和“身分性”，黎锦具有了强大的社会建构功能。黎锦成为黎

人自我确证身分的一种“标识”，成为黎民各支系、甚至更小支系相区别的一种“标识”，也成

为黎人在本支系中身分地位乃至特定生活场景的一个“标识”。

黎族女性在织绣黎锦和穿用黎锦时须遵守特定的社会规则和社会风俗。根据功能，黎锦

图案被分为不同类别，并规定在特定的场合使用。众多的织锦类别和使用限定，说明黎锦织

绣不单纯是技艺，其中还有着深刻的文化机制在起着作用，这实质上是既有社会情境对黎族

女性织绣行为和使用行为的结构性制约。因此，把黎锦织绣技艺归置于“情境”加以分析，我

们不难发现黎锦图案是黎族女性在各类神话传说、口头谚语和集体无意识下对某些文化规

制加以遵循的产物，其中蕴含有无限寓意。

1. 黎锦是黎人属于中华大家庭的象征。黎人在海南的演进史，其实就是一部黎人生成史

和黎人与其他各民族的交往史。黎人与汉人的交往体现在黎锦的图案上，如福、禄、寿、喜等

花纹图案的出现，特别是历代海南属地政府用以进贡的“龙被”。

龙被是黎族织绣中的一种，是黎族在纺、织、染、绣四大工艺过程中难度最大的一类。它

图案繁富、色彩斑驳、表现力发达，包括了动植物图案、生活图案、汉字图案等。龙被在黎民生

活的各个重要场合中承担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其纹样图案是黎锦具有情感统合性的象征。在

黎族的社会生活中，龙被主要被用于民间信仰活动，如祭祖拜神、婚姻嫁娶、祝寿法事、丧葬

殡仪等。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图腾出现在黎锦的图案上，自然属于黎汉交流的产物。早在汉

代，黎锦已经成为重要的“贡品”。“龙被”的出现与黎锦成为“贡品”相关。但“龙被”成为“贡

品”的时间不可考。“龙被”是黎族社会织绣技艺的精华所在，也是海南属于中华版图、黎族属

于中华民族一员的历史象征符号。

2. 黎锦是黎与汉、苗、回等族群区分的标志。海南是一个多族群汇聚的地方。在漫长的前

工业期演进中，由于登岛先后的不同、人口数量的变化和拥有生产资料数量的变化以及海岛

上整体生活资料的匮乏，几大族群建构了一种人类普遍存有的竞合关系，在“不和谐”中慢慢

达到一种变动不居的“和谐”。为了保持各族群内部的团结，进而一致对外，在漫长的纷争岁

月里，几大族群形成了各自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标识，如回民的伊斯兰信仰、清真寺和《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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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苗族的尖顶帽和蜡染短裙，黎族的大力神服饰图案等。在漫长的“不和谐”期中，特别是

在为了争夺生活资料的“冲突期”，“黎锦”是黎人战斗的战旗。而在“和谐”时期，黎锦图案是

黎人自我认同的标识，是与其他族群相区别的标志符号，特别是“人形纹”。黎锦的“人形纹”

图案，原来是润方言区黎族的核心图案，后来演进成为海南黎族的典型代表图案。尽管海南

黎族五大方言区的织绣艺术多有不同，但基本上都有“人形纹”的表现形式。黎锦中具有统合

性的象征纹样不多，“人形纹”起到了此类作用，它们便于族群区分，不断强化了族群认同。

3. 黎锦图案是五大支系相区别的标识。传统社会，黎锦带有很强的系别标志功能。在传

统的黎锦中，每个支系所织出的黎锦花纹是有区别的，而且这些区别于其他支系的花纹是固

定的，不同支系的黎锦图案和所织的位置都是固定不变传承下来的。黎锦图案是黎族各支系

各村落的标志符号，犹如“寨徽”“族徽”，这与黎族各支系生存环境艰难、生活资源匮乏以及

长期的“合亩”制生产协作方式有密切关系，导致各支系形成了明显的区别，比如哈方言区筒

裙上的黄猄花、上衣背后的祖宗柱；杞方言区筒裙上的蜂巢花、上衣背后的榕树根；润方言区

的人纹和龙纹；赛方言区的鸟纹和几何纹；美孚方言区的“鬼纹”等等。即使同一个支系，由于

居住不同于的地方，其服饰图案也略有不同。淤族徽纹的出现，方便人们在互动交往中区分血

缘关系，同时强化了同一支系内部的认同和团结，建构了一种由区隔而产生的“安全感”和

“归属感”。

随着人口的频繁流动和海南现代化的进程，黎族各支系的服饰区别已经不明显了，五大

支系越来越同质化，黎锦的“支系区别”功能已经不大。在黎人心中，黎锦存在的“合法性”，更

多是为了与黎族之外的其他民族相区别。

4. 支系内性别和社会身份的标识。黎族女性的黎锦符号在日常生活中也具有极强的文

化规则和系统意义。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身分，同一支系的黎人也可通过黎锦来确认。

最初的黎锦样式没有男女之别，都是上衣下裙，穿法为自头顶贯下。随着黎族生产技术

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加剧及生理和审美等需求的分化，黎族男女服饰在西汉时期便出现区

分，并形成两性服饰样式与图案的不同特点。于而不同社会身分的黎族女性其服饰又逐渐分

化。如黎族未婚女性所穿的服饰不同于已婚女性的服饰，只有穿着“少女服”，才能进入“隆

闺”，获得恋爱的权利，成为男青年追逐的对象；又如“新娘服”，穿上它人们就知道谁是新娘；

再如不同年龄者所穿织锦的色彩也有所区分，年轻人穿戴的织锦颜色偏向亮色搭配，而年老

者则多穿色彩黯淡的织锦服饰。在黎族的各支系中，有些图案还能显示该黎人家庭的生活近

淤 罗文雄：《黎族妇女服饰艺术及其文化蕴涵》，《民族艺术》2001年第 4期。

于 韦慎：《黎族男子传统服饰探析》，《民族论坛》2008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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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与财富状况，进而可以用以标识身份。在日常生活与特殊仪式场合下，人们所使用的织锦

也存在差别。在东方市东河镇东河村的一些黎族村寨，如果家里有人去世，家里的女性必须

将黎锦反穿 3年。不同色彩的黎锦除有表达驱邪避害的信仰外，还有标志个体的社会归属和

所处的生活状态，并隐喻与此相关的道德行为规范的功能。因此，在传统社会，一个黎民一走

出来你就可从她穿戴的黎锦知道其家庭概况、身份地位及近期家中是否有重要变故。

不同图案、样式、色彩的黎锦，不同的穿戴范式，有助于黎人身分判定和关系判定，在社

会秩序层面上则有利于维持黎族的社会、政治、文化结构乃至婚姻习俗、家庭伦理等，强化黎

族及所属黎族各支系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存在”救赎

“男子不捻（稻），女子不挑（稻）”淤，“女子不能参加狩猎，因为女子穿黑衣不吉利，女子参

加就打不到猎物”于，同时，男子不能干涉女子的织绣活动，否则狩猎活动将一无所获甚至会

遭遇更为严重的病痛折磨。由于历史的经验和由此形成的风俗，织绣成为黎族女性的专职工

作，又由于织绣的“群体性”特质，织绣成为黎族女性与人生无法躲避的“孤独感”和“焦虑感”

之间的和解。在传统社会，黎族女性面对沉沉的黑夜、几个月的“非采摘期”（或非农期）和一

生中不可避免的“哺育期”，面对人生不可避免的生老病死，她们把织绣与竹竿舞、山歌等混

杂在一起，当做了一种人生的“修行”过程，把织绣加以审美化、理想化，使织绣过程成为一种

具有创造特质的艺术生产过程。从而，织绣成为黎族女性存在的“自我确证”，成为黎族女性

与“存在感”之间的和解。

1. 黎锦与黎族女性生命伴随相始终。黎族女性从孩提时就开始学习织绣，直到垂暮之年

依然勤织不辍，织绣成为贯穿她们一生最持久的事业。可以说黎族的每一个女性都是海岛上

的“织女”。

黎锦传统的生产工艺均有一套固定的操作流程，每一个环节都由黎族女性手工完成。从

种植棉花、摘取棉花到用轧棉机去棉籽、用简易的脚踏机纺成纱、用自制的植物染料染色，再

到用腰织机织成花锦、在花锦上补绣，整个过程琐屑繁杂，耗时费工。一件黎锦成品，从纺纱

到织成锦，大约要耗费一个熟练女性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是生手投入的时间将会更多。

直到今天,黎族歌舞中仍保存了取自黎族早期生活的“织贝歌”、“织贝舞”等,记录了黎族女性

织绣的足迹。黎族织锦属于女性的专属活动，织绣图案成为黎族独具特色的女性话语。

淤 岑家梧：《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的调查研究》，见《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

第 306页。

于 广东省编辑组编《黎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 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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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黎锦是黎族女性自我存在的“确证”。李寿福认为“艺术是人的本质的确证”淤。关于艺

术的本质有很多说法，如“客观精神说”“主观精神说”“模仿说”等，但无定论。而“本质确证”

观点越来越为艺术界所接受，体现了艺术的“创新性”“审美性”与“主体性”特征。黎锦是典型

的服饰，是经典的服饰。黎锦从形式上体现了艺术的本质，即主体的“自我确证”。黎族女性正

是通过黎锦“艺术”，满足了自己无处不在的“存在感”和一生所追求的“意义感”。

一般来说，一种服饰的构成要素包括布料、色彩、纹样图案及形制、功用与美感等。受客

观原因的制约，布料的选择固然限制了黎族女性的“个体性”发挥，但黎族女性通过对黎锦色

彩的运用、纹样图案及形制选择，以及功用与美感的建构来完成“自我存在”的确证。

（1）色彩运用与“自我存在”。黎锦在色彩运用上，总体上以黑、红为主，间配以黄、白，

粉、橙、褐、紫等中和色较少。这是黎族女性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与环境互动的结果。之所以

不选择以白色为底，主要是因为生活环境多为山区，且农耕狩猎劳作，白色不耐污脏，浣洗不

方便。红黑配对，耐脏，亦会形成鲜明的对比效果，故多选黑色为主要底色。

由于个体主体性在色彩选择中的发挥，黎锦形成了繁美的色彩文化。比如，黑色代表庄

重、含蓄；红色代表喜庆、幸福；青、绿代表光明、丰收；白色代表纯洁、朴素等。甚至在黎锦中，

不同的色彩还可以寓意不同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隐喻不同的天地人文景观，纪念不同的

祖灵、图腾禁忌以及祈求不同的愿景、流露不同的感情、传达不同的符号信息等。对黎族女性

来说，黎锦色彩的选用具有强大的自我建构功能。

（2）纹样图案及形制选择与“自我存在”。黎锦纹样繁富，是黎族文化哲学的载体，是黎族

女性主体性的集中体现。黎锦图案大致上包括人形纹、植物纹、动物纹、几何纹、工具纹和文

字纹等，具有表达性象征、叙述性象征、指示性象征和统合性象征等四大功能，基本上是黎族

婚庆嫁娶、舞乐嬉戏、平安欢乐、生育繁衍等各种生活形态的反应，形成了“天人合一”“与天

地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审美形态和哲学思维。这些不凡寓意和美感的图案显示了海南黎族

女性强大的“自我存在”感。

（3）功用及审美建构与“自我存在”。由于黎族没有文字，黎锦图案具有强大的“叙述性”

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黎锦是黎族的“史记”。邓启耀认为：“人们将神话、历史以及他们

希望记录的一切，投射在与身体相随的衣装图案上，凝成一种文化的密码。对于许多没有文

字的民族来说，服饰就是一种无字的天书，象形的史记，随身携带的百科全书。荒古的神话、

始祖的业绩、家族的宗谱、民族的历史、习俗、宗教信仰及道德规范，都在衣装上一针一线

‘写’得清清楚楚。”于黎锦的强大功能和审美特质，是黎族女性“自我存在”感的又一强有力的

淤 李寿福：《艺术是人的本质的确证》，《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 3期。

于 邓启耀：《衣装密语:中国民族服饰文化象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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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王葵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21-22页。

于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 29页。

盂 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 66页。

印证和表现。

3. 黎锦是黎族女性与其所处社会共生的产物。一方面，黎族女性是黎族文化载体，黎锦

是黎族女性的劳动成果。黎族女性通过黎锦呈现了黎族的社会规则与符号、生存范式、婚嫁

制度、社会肌理、政治结构、经济合作样式、宗教信仰，体现了黎族社会的整体特质。法国美学

家罗兰·巴特（R·Barthers）认为：“衣着是规则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它是处于纯粹状态中的

语言。”淤同时，通过黎锦的织绣，黎族女性不但传承了黎族的社会制度、历史文化，而且通过

创造和对生活的参与，又延续和建构着黎族社会。福柯认为：“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

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

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于通过黎锦，黎族女性获取了一定的社会话语权，积极

参与了黎族社会的构建。布迪厄认为“身体处在社会世界中，但社会世界也处在身体中”盂。这

意味着黎族女性受到了所属社会环境的形塑，又在社会实践中再生产着社会关系。大力神神

话或黎锦纹样中的大力神的故事叙述不仅反映“神话故事”，更可能是对某种形式社会秩序

的精妙反映。

随着海南岛的开发与国际旅游岛的建构，在黎锦逐渐“堕落”为黎族的一种节日盛装、黎

族女性多不再从事黎锦织绣的今天，黎族如何重新建构精神家园，与“终极”“身份”“存在”之

间达成和解，如何保持自我族群的独特文化特质成为一个时代性课题。

本文为三亚学院科研项目“本土文化和岛服服饰开发利用研究”（XYZD12-04）的阶段性

成果。

（冯建章，三亚学院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刘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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